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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圈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中心—外围理论的研究

林细细 张海峰 张铭洪*

摘要 近年来，各种不同层级的经济圈不断出现，其经济效应关系着政府的经济决策。
于是，如何评估经济圈的区域经济效应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中心—外围理论，以合肥经

济圈为例，采用合成控制法等实证方法全面研究其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 经济

圈的建设给中心城市合肥市带来 6． 305%的增长效应; 经济圈建成后圈内各城市经济增长有

明显的收敛趋势，经济圈的“外溢效应”大于“虹吸效应”，该“外溢效应”通过产业的集聚和互

补效应来实现; 合肥经济圈对经济圈外的外围城市具有正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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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济圈一般是从地域的自然资源、技术水平以及政府宏观经济布局出发，形成具有

内在经济一体化联系的地域产业配置圈。当前，各地不同层级城市经济圈建设如雨后

春笋，有省内地级市形成的经济圈，有跨省的城市经济圈，更有省与省层级形成的经济

圈。这些经济圈从地方政府的本意而言，体现的是区域合作的共赢，是地方政府的合作

关系。而从当前的政府竞争体系而言，又蕴含着地方政府之间，尤其是不同经济圈的地

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因此，全面评估城市经济的效应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其经济

效应大小如何? 并没有太多较为系统的研究。而已有的评估结果发现其区域经济效应

也走向两极: 有些经济圈显著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有一些却加剧了区域经济不平

衡，两极化较为严重。根据 Krugman 的中心—外围理论，城市经济圈由中心城市和外围

城市构成，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带动外围城市，形成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但现实情况

是，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同时具有正向的外部影响( 外溢效应) 和负向的外部影响( 虹吸

效应) ，这两股力量共同决定了经济圈是实现共同发展还是加剧区域不平衡( 王小鲁，

2010) 。经济圈内在的机制主要源于产业集聚和互补效应。日本学者木内心藏提出，

大城市圈层由中心地域、周边地域与市郊外缘腹地三部分组成。津川康雄指出，经济

圈内的核心区域的核心地位逐渐降低，都市圈逐步走向平衡。新经济地理学强调集

聚和离散在决定城市体系中的作用( Overman and Ioannides，2001)。 Krugman and Elizo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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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认为，经济地理模型需要考虑促进人口和生产集聚的向心力与排斥这种集聚的

离心力之间的对立关系。Fujita and Mori ( 1997)、Fujita et al． ( 1999) 发现，在单中心的

城市体系中，呈现出到中心城市距离和当地市场潜力之间的“∽型”曲线关系。随着到

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集聚的向心力占主导，市场潜力开始下降; 随着距离以及运输成

本的上升，离心力逐渐发挥主要作用，市场潜力由下降转为上升; 随着距离进一步增加，

市场潜力再次下降。王小鲁( 2010) 指出，不同规模城市及小城镇之间存在某些共生和

互补关系，处在大城市辐射区内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更好的发展条件，有利于形成合

理的城市群。许政等( 2010) 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验证了“∽型”关系。
安徽省属于华东地区，经济上属于中国东部经济区，但与多个中部省份地理位置相

邻。2006 年安徽省第八次党代会初步提出省会经济圈的构想，以合肥为核心，以六安、
巢湖为两翼的经济增长极。2008 年 5 月，合淮同城化被列入《省会经济圈规划纲要》，

淮南正式成为经济圈成员。2009 年 11 月，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合肥经济圈

城镇体系规划( 2008—2020)》，标志着“合肥经济圈”基本框架正式形成。2011 年 4 月，

《中国省会经济圈蓝皮书———合肥经济圈经济社会发展报告》指出: 未来五年，合肥、六
安、巢湖、淮南和桐城五市将打“组合拳”，到十二五末，实现圈内城市交通、通信网络、供
水、供电、供气等方面全面接轨，基本形成以合肥为中心、覆盖区域主要城镇、产业集聚

区、重要枢纽的“1 小时通勤圈”，电话区号统一、无线网络统一、路网建设规划统一等。
2013 年滁州市加入经济圈，至此，合肥经济圈范围扩展到包括合肥市、淮南市、六安市、
滁州市四个地级市和桐城市一个县级市。本文以合肥经济圈为例，基于中心—外围理

论，整合采用了合成控制法( 用于克服在使用项目评估方法研究区域性政策时所面临的

空间依赖性问题)、条件收敛检验和面板回归法，较为全面地评估经济圈带来的区域经

济效应。希望本文所构建的政策效应评估体系，对其他区域性政策效应评估起到一定

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本文余下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研究假设，作为接下来的实证检验内容; 第

三部分为经济圈建设对中心城市合肥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四部分为经济圈建设对圈内其

他城市和省内圈外城市的影响，探讨经济圈建设带来的整合经济效应; 最后是文章的

总结。

二、研 究 假 设

根据 Krugman 的中心—外围理论，经济圈的经济效应需要考虑经济集聚的向心力、
排斥这种集聚的离心力以及彼此间的对立关系。我们将城市经济圈的向心力称为中心

城市对外围城市的“外溢效应”，主要来源于外部经济、生产和市场的规模效应、产业间

的互补效应、生产链的成本节约、知识技术外溢等; 将城市经济圈的离心力称为中心城

市对外围城市的“虹吸效应”，主要来源于对后者造成外部不经济、劳动力资源单向流

失、资金投资损失、政策性偏向失衡等。一旦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超过“外溢效应”，

将使得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受损，加剧区域经济不平衡。只有当“外溢效应”大于“虹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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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后，地区经济才会出现一荣俱荣的局面。正是由于这两股对立作用的不同，导致

了不同经济圈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
经济圈的建立使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产生一定程度的“虹吸”作用，这是不可避免

的。我们只能对产生的“外溢”作用进行深入研究，扩大其影响效应，以实现一荣俱荣。
经济圈内在的机制主要源于集群专业化以及规模经济效应，一方面根据要素禀赋优势，

进行专业化分工，通过产业互补实现各自的发展; 另一方面根据生产和市场的规模效

应，通过生产要素的集中、市场的统一和整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据此，我

们将中心城市的“外溢”作用细分为两种效应: 一种是集聚效应，即集聚要素禀赋相近的

相邻空间城市或地区的产业区，通过产业关联推动要素在区域内聚合，形成“中心—外

围”的规模效应，通过其内部要素的高度集中，达到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一种是产业

互补效应，即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进行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充分发挥城市的比较优势，

提高要素生产效率，达到共同发展。也就是说，城市经济圈建设成功与否受到正向的

“集聚效应”、“互补效应”影响和负向的“虹吸效应”影响。
要实现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外溢”作用大于“虹吸”作用，需要最大化发挥经济

圈的产业集聚效应和互补效应。最为合理和有效的方式是，经济圈的构建需要同时考

虑集聚和互补效应，而避免一种效应的缺失。根据上述理论机制，城市经济圈的规划应

避免完全同质化城市，或完全互补性城市。既要有鱼有肉，也要有蔬菜水果，荤素搭配

才能实现饮食健康。根据城市经济圈内在机制和中心—外围理论，结合评估经济圈建

设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平衡性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 1: 城市经济圈建设对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
中心城市所获得的经济圈红利，不仅包括本身的政策偏向，政府和市场将投入大量

资源用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力图通过中心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协调进步。另

外，投资导向型也会吸引区域外围城市的资源( 资本、劳动力等等) ，实现对外围城市的

“虹吸效应”所转嫁的“额外红利”。
假设 2: 城市经济圈对圈内城市产生异质性影响，外围城市受益的程度要小于中心

城市。
但根据中心—外围理论，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同时存在向心力和离心力，即正的外

部性( 外溢效应) 和负的外部性( 虹吸效应)。当“外溢效应”大于“虹吸效应”，经济圈能

够实现共同繁荣; 反之，则会加剧地区经济不平衡。由于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存在的正

负外部性，导致经济圈的建设对两类城市影响效应不同。受“虹吸效应”影响的外围城

市，其所获得的红利要小于中心城市。
假设 3: 经济圈的“辐射效应”会惠及圈外城市，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城市经济圈建设的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城市发展，缩小经济差

距。经济圈主要利用各城市的要素禀赋优势，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和互补效应，以中心

城市发展辐射外围城市，实现共同繁荣。由于各城市要素禀赋不同，专业化分工和规模

经济将有效节约成本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因而经济圈建设对各城市不同产业的影响有

所不同，即促进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而减弱相对劣势的产业。这使得经济圈的经济

“辐射效应”不仅仅局限于圈内各城市，对圈外城市和地区的发展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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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圈建设对中心城市的影响

( 一) 研究对象说明

为了综合考察中心—外围城市的各种效应，经济圈的选择需要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中

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发展的要素禀赋需不一样，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

定差距，不易受其他经济因素影响等。我们选取合肥经济圈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

点: 第一，该经济圈的建成时间比较新、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完善，较传统的示范圈

( 长株潭经济圈、武汉经济圈等) ，效应评价更具时效性。第二，该经济圈地处中部地区，影

响范围有限，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弱( 相较于珠三角、京津唐、长三角)。第三，圈内城市满足

不同的要素禀赋，中心城市合肥以工业和高新科技为主，六安、滁州、桐城三个外围城市拥

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农业发展资源，淮南则拥有丰富的煤炭等矿产资源。

( 二) 实证模型说明

本文以 2009 年“合肥经济圈”基本框架正式形成作为事件节点，由于同期其他省会

城市并没有受到类似政策的影响，我们把合肥经济圈的建设看作是一项自然实验。根

据因果效应评估理论，将 2009 年后的合肥市作为处理组，其他省会城市作为对照组，比

较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距，估计出经济圈的建设对合肥经济发展的影响。常见的

方法为双重差分法，即对比 2009 年之后合肥市经济发展和其他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的差

距与 2009 年前合肥市和其他省会城市经济发展差距，前后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圈建设对

合肥市经济的影响。但 DID 方法存在两大缺陷: ( 1) 关于对照组的选择问题上偏主观性

( 刘甲炎和范子英，2013) ，即便利用 PSM 方法进行最优匹配，但两组间是一一对应的关

系，存在的误差较大; ( 2) 政策是内生的，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别( 经济增

长的要素贡献、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这使得将其他省会城市作为合肥市的

对照组并不适合( 王贤彬和聂海峰，2010; 余静文和王春超，2011)。所以，直接使用 DID
方法会产生明显的估计偏差。

基于上述方法的缺陷，Abadie and Gardeazabal( 2003) ，Abadie et al． ( 2010，2015) 对

DID 方法进行了改进，提出利用合成控制法对政策效果进行估计。其内在的逻辑原理

是通过对多个对照组赋予权重，加总拟合成全新的虚拟对照组，这比主观随意选择的对

照组更加具有说服力。该方法的基本思路如下: 可以根据同期没有进行此项政策变动

的其他省会城市的加权组合构造出一个良好的对照组，解决使用 DID 难以寻找和处理

组完全近似的对照组的问题。其基本特征是对照组内每个经济体相关指标的数据具有

相似性，并且能够清楚地知道它们各自的权重，即对拟合“反事实”状态( counterfactual
state) 所做的贡献。关于相似性的衡量，则是利用事件发生之前对照组和处理组的预测

变量来实现。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确保预测效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预测变量在事

件发生前至少要有 20 年左右的数据支持，且越多越好( Abadie et al．，2015)。
总之，合成控制法( SCM) 是一个利用数据选择最优的对照组来研究政策效应的方

法，实质上是一种“数据游戏”。它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 ( 1) 在传统 DID 方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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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改进，是一种非参数方法; ( 2) 通过数据来决定构造对照组的权重分布，减少了主观

判断( Abadie et al．，2010)。合成控制法通过对照组的指标数据特征，赋予组内经济体各

自的权重，进而拟合出处理组的反事实状态，这样能够清晰地展示处理组和合成地区政

策实施之前的相似程度。权重的选择为正数且之和等于 1，这可以避免过分外推效应的

出现( Temple，1999)。
假设我们观测到 J +1 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其中第 1 个地区( 合肥市) 在 T0 受到

经济圈政策的影响( 处理组) ，其他 J 个地区为不受影响的对照组地区，其中 T0 表示经济

圈正式形成的年份。假设我们可以观测到这些地区 T 期的经济增长情况。YN
it 表示城市 i 在

时间 t 没有受到经济政策影响的经济增长情况，YI
it表示受到经济政策影响的经济增长情况。

接着我们设定模型: Yit = YN
it + Ditαit，其中 Dit =

1 if i = 1 and t ＞ T0{0 otherwise
当 Dit = 1 时，城市受到政策的影响，Yit = YI

it = YN
it + αit ; 当 Dit = 0 时，城市不受政策的

影响，Yit = YN
it。根据假设我们知道只有 i = 1 城市在 T0 期之后受到政策影响，其他城市

在任意 t 都不受政策影响。αit是我们需要估计的目标，在 t ＞ T0 时，ait = YI
it － YN

it = Yit －

YN
it ，其中 Yit是处理组的经济增长情况，是可以直接观测到的。但由于 YN

it 是无法观测到

的，为了得到 αit，我们需要拟合一个与 YN
it 相对应的“反事实”结果，具体形式如下:

YN
it = βt + θtZi + λ tμi + εit ( 1)

( 1) 式为潜在经济增长的决定方程，其中 Zi 是除受政策影响之外的协变量( 在指标

选取部分进行详细介绍) ，βt 表示对所有城市相同的影响经济增长的时间固定效应，θt

是一个( 1 × r) 维的未知参数向量，λ t 是一个( 1 × F) 维观测不到的共同因子，μi 是( F ×
1) 维观测不同的地区固定效应误差项，εit是每个城市观测不到的暂时冲击，E( εit ) = 0。
为了估计出经济圈政策的影响效果，我们需要利用对照组城市的加权来拟合虚拟处理

组的特征，即经济圈政策影响下的城市如果没有实行经济圈政策时的 PN
it。所以，我们的

目标就是求出一个( J × 1) 维权重向量 W = ( w2，…，wJ + 1 ) ，其中对于任意 J，WJ≥0，且有

w2 +… + wJ + 1 = 1。

∑
J+1

j = 2
wjYit = βt + θt∑

J+1

j = 2
wjZj + λ t∑

J+1

j = 2
wjμi +∑

J+1

j = 2
wjεit 。假设存在一个最优向量组 W* =

( w*
2 ，…，w*

J + 1 ) '满足:

∑
J+1

j = 2
w*

j Yjt = Y11，…，∑
J+1

j = 2
w*

j YjT0 = Y1T0，并且∑
J+1

j = 2
w*

j Zj = Z1 ( 2)

如果∑
T0

i = 1
λ '

tλ t 非奇异( non-singular) ，我们即可得到:

Y1t
N －∑

J+1

j = 2
wj

* Yjt = ∑
J+1

j = 2
w*

j ∑
T0

s = 1
λ (t ∑

T0

i = 1
λ '

tλ )t

－1

λ '
s( ε js － εis) －∑

J+1

j = 2
w*

j ( ε js － εis) ( 3)

Abadie et al． ( 2010，2015) 已证明在一般条件下，上述等式的右边会接近于 0。所

以，当 T0 ＜ t≤T，我们可以用∑
J+1

j = 2
w*

j Yjt ( 可观测的) 来作为 YN
1t的无偏估计，近似替代 YN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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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 α̂1t = Yit －∑
J+1

j = 2
w*

j Yjt ，就可以估计出政策效果。

为了得到我们想要的 α̂1t，需要先确定 W* ，确保方程组( 2) 成立，需要第 1 个城市的

特征向量位于其他城市的特征向量组的凸组合之内。但是在实际计算中，可能数据中

不存在使得方程组恰好成立的解，这就需要通过近似解来确定合成控制向量 W* 。选择

最小 X1 与 X0W 之间的距离 |X1 － X0W |来确定权重向量 W* 。函数形式为‖X1 － X0W‖V

= ( X1 － X0W) 'V( X1 － X0W槡 ) 。其中 W 满足: 对任意的 j = 2，…，J + 1，有 wj≥0 并且 w2

+… + wJ + 1 = 1。其中，X1 是政策前处理组城市的( k × 1 ) 维特征向量; X0 是( k × J) 矩

阵，X0 的第 j 列为城市 j 的政策之前的相应特征向量。特征向量为方程组( 2) 中决定经

济增长的因素或者经济增长变量的任意线性组合。V 是一个( k × k) 的对称半正定矩

阵，V 的选择要确保合成结果的预测误差均方根 ＲMSE( root mea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
最小化( Abadie et al．，2014) ①。我们利用 stata 工具，使用 Abadie 开发的 synth 程序包运

行模型的估计结果，详细内容可参考 Abadie et al． ( 2010)。

( 三)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1990—2016 年中国大陆 26 个省会城市②平衡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圈的构建

对合肥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为确保政策前处理组拟合的准确性，我们以 1990 年为起点，政

策正式实施以 2009 年《合肥经济圈城镇体系规划( 2008—2020)》的颁布为准，分析 2010—
2016 年实际合肥市经济增长与合成的合肥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即为经济圈政策对中

心城市———合肥市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我们以全国各省会城市为分析样本，一方面各

省会城市具有内在共同的制度经济特征( 包括政府关系、财政关系等制度安排) ; 另一方面

样本城市与合肥市具有相同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发展结构( 特别是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模式

相似度很高) ，这能够使我们很好地拟合出潜在合肥市的发展情况。合成控制法需要注意

政策实施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相互影响和“污染”的外溢效应。我们没有使用安徽省内其他

城市作为对照组，一方面是由于 SCM 方法需要处理组位于对照组凸组合之内( 合肥市的

经济实力位于省内第一) ; 另一方面采用省内对照组产生的外溢效应比较大③。采用省会

城市样本既满足了经济体的一致性，也最大限度降低了外溢性的影响。
根据合成控制法的思想，我们选择权重时要使得在经济圈构建前，合成合肥市各项

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合肥市尽可能一致。我们选取的代理变量为代表一个地区或城

市发展水平的实际 GDP 的对数( 王贤彬和聂海峰，2010)。选取的预测控制变量包括实

际 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实际人均 GDP、投

①

②

③

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城市的 ＲMSPE 被定义为

(
:

1
T0∑

T0

t =
(

1
Y1t －∑

J+1

j = 2
w*
j Y )jt )2 1 /2

其他组内城市或时间段的 ＲMSPE 都是类似给出的。
由于拉萨地区相关数据的缺失，并且其经济发展受政治影响明显，我们分析时不包含拉萨。此外，由于直辖市的特

殊地位，我们选取样本城市时也不包含直辖市。
合肥经济圈的形成对省内其他城市有着明显的影响，例如财政资源分配、竞争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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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率、通货膨胀率①、劳动从业率、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总额( Abadie et al．，2015; 王贤彬

和聂海峰，2010)。研究地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经济因素，需要同时考虑经济发展水

平的变量和经济结构形态的变量( 王贤彬和谢小平，2012) ②。其中投资率用固定资产投

资占 GDP 比重表示，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引擎，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往往越快。劳

动从业率是一个地区或城市经济发展繁荣与萧条最为直接和显著的指标，相比其他指

标能够快速传递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从业率越高反映出经济发展越繁荣。
本文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各省会城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会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 四) 合成控制法的基准结果

首先，我们以全国其他省会城市作为对照组样本，采用简单的对照方法考察经济圈

政策对合肥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图 1 是合肥市和其他省会城市实际 GDP 对数的平均值

的变化情况。其他省会城市 1990—2016 年实际 GDP 对数的平均值与合肥市存在一定

差距，在 2009 年之前其他省会城市均值高于合肥市，但 2009 年后合肥市则明显高于其

他省会城市。图 1 比较直观地展示了 2009 年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差距的变化，很好地

印证了 2009 年合肥经济圈的构建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力。但鉴于 2009 年之前其他省会

城市实际 GDP 对数均值普遍高于合肥市且其差距较大，简单的平均作为一个特殊情形

的合成控制组并不能很好地拟合经济事件之前合肥的经济增长情况，也不能准确地揭

示 2009 年之后实际与拟合之间的差距。

图 1 合肥市实际和其他省会城市平均增长路径对比

因此，我们通过加入预测变量进行控制，再利用合成控制方法进行拟合，表 1 展示

①

②

以 1989 年为基期计算得出，单位为%。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人均产出水平往往意味着一个地区偏离其长期稳态的程度，进而影响其一段时间内

的增长路径，投资率和通货膨胀率则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稳态水平和转型期内经济增长路径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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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照组城市构成合成的合肥的权重组合，共选取了 6 个城市，其中呼和浩特、郑州和

长春权重占比较大。现实经济中，我们也基本上发现了这一情况。

表 1 合成合肥的城市权重

呼和浩特 郑州 长春 银川 南昌 广州

权重 0． 493 0． 26 0． 103 0． 078 0． 037 0． 029

表 2 给出了在 2009 年前实际合肥市、合成的合肥市以及 25 个省会城市的一些重要

经济变量的对比，合成的合肥市与实际合肥市非常相似。合肥市与其他省会城市均值

具有一定的接近，说明合肥市各项经济指标处于全国省会城市的中间地位，这满足了合

成控制法的凸组合要求。其中，实际 GDP 对数值、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实际 GDP 增长

率、劳动从业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实际的与拟合的几乎相等，其他变量也有非常强的

相似度。通过三组经济指标的对比，我们可以印证利用不同权重合成的效果比对照组

均值合成的效果要好，即相比省会城市均值，合成的合肥市更加接近实际合肥市。此

外，ＲMSPE 仅为 0． 0346 ，充分满足 Abadie et al． ( 2015) 给出的标准。总之，从表 2 指标

及 ＲMSE 可以看到，SCM 方法很好地拟合了经济圈构建前的合肥。

表 2 预测变量的均值

合肥 合成的合肥 其他省会城市

实际 GDP 对数 2． 759 2． 759 3． 184

实际人均 GDP 对数 8． 406 8． 74 8． 57

第二产业比重 0． 452 0． 428 0． 437

第三产业比重 0． 379 0． 434 0． 449

实际 GPD 增长率 0． 204 0． 203 0． 185

投资率 0． 484 0． 404 0． 393

通货膨胀率 234． 695 237． 184 205． 868

劳动从业率 0． 568 0． 569 0． 552

外商直接投资 386． 921 385． 684 612． 0277

进出口总额 4 672． 798 3 654． 526 6 586． 601

图 2 描绘了实际合肥市和使用 SCM 得到的合成的合肥市经济发展的增长路径。从

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圈正式形成之前，两者实际 GDP 对数增长路径几乎能够完全

重合，说明合成控制法非常好地复制了经济圈事件前合肥的经济发展情况。在 2008—
2009 年之间两条增长路径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异，实际的合肥市实际 GDP 对数逐渐高于

虚拟合肥市，且差距逐渐拉大。之所以在经济圈正式形成( 2009 年) 之前就开始出现分

异，主要是经济圈内各地政府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政策效果产生了一定的前置

性。2009 年之后两条增长路径之间的差距等于合肥经济圈的建设对合肥经济发展的影

响程度。以 2016 年为例，如果没有构建合肥经济圈，2016 年合成的合肥市实际 GDP 对

数是 4． 825，与合肥市实际 GDP 对数相差 0． 443，增长幅度为 9． 181%。2010—2015 年

增长幅度分别为 4． 437%、4． 981%、5． 429%、5． 642%、6． 029%、8． 438%。
为了更为直观地观察经济圈的建设后各年的增长效应，我们计算出 2009 年之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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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际合肥市与合成合肥市增长路径对比

合肥市与合成的合肥市实际 GDP 的差距。图 3 描绘出，1990—2008 年期间，两条增长路径

对数值差距在正负 0． 05 范围内波动; 2009 年之后，二者差距持续为正，且逐渐拉开距离。
2008 年，实际合肥市与合成的合肥市实际 GDP 之比为 1． 0489，2009 年以后持续扩大，2016
年达到 1． 443①，远远高于经济圈正式建设前任何一年的比值。通过具体计算，经济圈的建

设在 2010—2016 年期内给合肥实际经济带来 6． 305%的增长，而且从长期来看，经济的推

动作用逐渐增大。此外，从图 3 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圈建设对合肥市增长影响的边际效

用呈波动趋势( 2010—2011 年增长快速，2011 年增长速率放缓，2014 年增长速率再度加

快)。需要注意的是，2011 年以后，经济效应存在低估的可能，这是因为合肥市吸纳人均

GDP 远低于其本身的地区②，这无疑占用原合肥地区的经济资源，拉低整体合肥经济的发

展。这表明经济圈的建设至少给合肥经济带来 6． 305%的增长效应。

图 3 实际合肥市与合成合肥市实际 GDP 对数差距

①

②

2009—2015 年二者之比分别为 1． 097、1． 195、1． 225、1． 25、1． 264、1． 286、1． 404。
并入的居巢区和庐江县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合肥市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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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稳健性检验

虽然我们发现实际合肥市 GDP 与拟合合肥 GDP 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是由经济

圈建设所致，抑或只是一个偶然? 出现这种结果有可能是一些我们忽略的外在因素所致，

也有可能是合成法系统本身主观操作政策时间所致( 在其他时点同样出现分异)。为此，

我们通过双重差分( DID) 方法、二个安慰剂检验( in-time 和 in-space) 进行稳健性检验。
1． DID 稳健性检验

合成控制法相对于 DID 更有效，因为前者在选取参照组时更加科学( 刘甲炎和范子

英，2013)。Gobillon and Magenac( 2014) 利用蒙特卡罗法验证了合成控制法估计结果的

标准误和平均估计偏差都要小于 DID。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利用 DID 方法估计合肥

经济圈政策的影响，并与合成控制法的结果进行对比。DID 模型设定如下:

Yit = α + β1Dit + β2Tt + β3Dit × Tt + γXit + δi + λ t + εit ( 4)

其中，Yit是 i 城市在 t 期实际 GDP 的对数。Dit为政策虚拟变量，处理组的城市赋值为 1，

控制组的城市赋值为 0; Tt 为实验期虚拟变量，在 2009 年之前赋值为 0，之后赋值为 1。
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分别包括实际 GDP 增长率、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值 /第二产业

值)、投资率、通货膨胀率、进出口总额对数、外商直接投资对数、常住人口。δi 为个体固

定效应，λ 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数据选取为 1990—2016 年，样本为上节所选

取的 26 个省会城市。
从表 3 我 们 可 以 看 出，控 制 地 区 和 年 份 效 应 后，经 济 圈 政 策 使 合 肥 经 济 增 长

20． 5%。DID 估计的结果与合成控制法估计的结果一致，进一步说明上述方法的稳健

性，但影响效应显著高于合成控制法的 6． 305%。通过合成控制法与 DID 方法的对比，

DID 方法对经济圈政策的效果高估 14． 2%，这与刘甲炎和范子英( 2013 ) 以及 Gobillon
and Magenac( 2014) 估计的结果相吻合。前者认为，高估的原因可能是当共同冲击出现

时，如国家紧缩银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反应幅度不同，特别是处理组的幅度大于对照

组时，DID 就会出现高估问题。后者认为可能是 DID 基线期估计的偏误大于合成控制

法合成的偏误，导致前者政策估计效果偏差较大。此外，我们替换经济增长的代理变

量，用人均 GDP 反映各城市经济发展情况，结果如表 3 第六列所示，交互项依然显著为

正，肯定基本结论。

表 3 经济圈政策效果评估( DID 方法)

GDP 对数 人均 GDP 对数

交互项 0． 525*

( 0． 218)

0． 231*

( 0． 138)

0． 210*

( 0． 119)

0． 205＊＊＊

( 0． 0576)

0． 276＊＊＊

( 0． 0657)

是否是处理组 1． 588＊＊＊

( 0． 0727)

0． 599＊＊＊

( 0． 0474)

1． 607＊＊＊

( 0． 0872)

1． 465＊＊＊

( 0． 103)

1． 526＊＊＊

( 0． 107)

是否在实验期 － 0． 424＊＊

( 0． 186)

－ 0． 122
( 0． 126)

－ 0． 106
( 0． 108)

－ 0． 354＊＊＊

( 0． 079)

－ 0． 274＊＊＊

( 0． 0945)

GDP 增长率 － 0． 45
( 0． 323)

0． 693＊＊

( 0． 282)

0． 178
( 0． 13)

0． 229*

( 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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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DP 对数 人均 GDP 对数

产业结构 0． 0768
( 0． 0716)

0． 257＊＊＊

( 0． 0596)

0． 390＊＊＊

( 0． 0491)

0． 416＊＊＊

( 0． 0501)

投资率 － 0． 578＊＊＊

( 0． 101)

－ 0． 966＊＊＊

( 0． 0806)

－ 0． 106*

( 0． 0585)

－ 0． 0939
( 0． 0628)

通货膨胀率 － 0． 00118＊＊

( 0． 00054)

－ 0． 00405＊＊＊

( 0． 00049)

－ 0． 00122
( 0． 00095)

－ 0． 00193＊＊

( 0． 00095)

进出口总额对数 0． 0572＊＊＊

( 0． 0109)

0． 0299＊＊＊

( 0． 00851)

0． 00517*

( 0． 0027)

0． 00216
( 0． 00281)

外商直接投资对数 0． 196＊＊＊

( 0． 0196)

0． 156＊＊＊

( 0． 0161)

0． 0308＊＊＊

( 0． 00852)

0． 0268＊＊＊

( 0． 0092)

常住人口 0． 754＊＊＊

( 0． 0546)

0． 806＊＊＊

( 0． 0468)

0． 150＊＊

( 0． 0754)

－ 0． 689＊＊＊

( 0． 102)

_cons 3． 184＊＊＊

( 0． 0457)

－ 1． 730＊＊＊

( 0． 353)

－ 1． 350＊＊＊

( 0． 294)

2． 609＊＊＊

( 0． 55)

13． 21＊＊＊

( 0． 704)

年份效应 no no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no no no yes yes

Obs 702 311 311 311 311

Ｒ-squared 0． 386 0． 887 0． 935 0． 995 0． 985

Ｒoot MSE 0． 933 0． 289 0． 223 0． 0637 0． 067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2． 处置组变换( in-space placebos) 稳健性检验

借鉴 Abadie and Gardeazabal( 2003)、Abadie et al． ( 2010，2015) 在稳健性检验中使

用的安慰剂检验方法( placebo test) ，该方法来源于医药实验，类似于虚假实验( falsifica-
tion test) ，主要是为了安抚被实验对象，保证其行为的一致性。该方面基本思想如下: 选

择一个同期没有类似于经济圈构建经济事件的城市进行同样的分析，如果发现实际城

市 GDP 与合成城市 GDP 之间也有很显著的差距，并且与合肥市的情况一样，那就说明

合成控制法并没有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反之，如果实际与合成没有出现类似合肥市

的分异，则说明之前结论较为可信。
in-space 安慰剂对象的合理选择是构成合成合肥市权重较大的城市( Abadie et al．，

2010，2015) ，因为权重较大能够反映经济特征的相似性。根据表 1 我们选择构成合成

合肥权重递减的四个城市: 呼和浩特、长春、郑州、南昌来进行 in-space 安慰剂检验，具体

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 4 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在 2009 年前后，4 个城市的实际 GDP 对数

路径始终与虚拟 GDP 对数路径保持一致，即使有所波动也是围绕着虚拟对象上下波动，

而且波动的幅度远远低于图 2 所示。说明 SCM 拟合后，呼和浩特、长春、郑州、南昌发展

情况在 2009 年之后并没有出现如合肥似的突变。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经济圈

的建设影响了合肥经济的发展，而非其他共同的偶然或遗漏的因素所致。
3． 时间节点变换( in-time placebos) 稳健性检验

我们并不能确定是 2009 年合肥经济圈形成导致两条增长路径的分异，为了排除我

们选择 2009 年为经济事件的节点的偶然性和人为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通过 in-time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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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处置组变换安慰剂检验

慰剂进行稳健性检验。in-time 安慰剂检验其基本思路与 in-space 安慰剂检验类似: 选

取一个其他年份作为假设经济事件的节点进行同样的分析，如果发现在该年份之前实

际和合成的增长路径一致，而在之后两条路径出现显著的分异，那就说明合成控制法在

节点的选择上存在偶然和人为可操作的问题。所以，并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来证明

2009 年合肥经济圈形成的经济事件对合肥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们选择两个位于原时间节点前后的年份进行安慰剂检验，图 5 反映了时间节点在

推前和延后两种不同情况下，实际合肥与合成的合肥的经济发展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

在 2005 年和 2012 年前后并没有出现与图 2 相似的突变结果，其两条增长路径均在 2008—
2009 年之间产生分异，之后一直保持不断扩大的趋势，与 2009 年分析的分异节点相吻合。
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是 2009 年经济圈的建立对合肥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图 5 时间节点变换安慰剂检验( 时间节点为 2005、2012 年)



78 2018 年第 4 期

四、经济圈建设对外围城市的影响

( 一) 对经济圈内非中心城市的影响

前面实证分析表明，合肥经济圈建设促进了作为中心城市的合肥市经济增长。现有

理论研究中认为，中心城市的发展将会通过两种外部效应影响外围城市。首先为“虹吸效

应”( 负的外部性) ，中心城市会“汲取”外围城市的资源，减缓其发展。其次为外溢效应

( 正的外部性)。在这两股作用力下，经济发展呈现何种态势，受阻还是促进? 或者说圈内城

市经济经济效果呈现趋同还是趋异? 本部分将研究经济圈建设对圈内其他4 市的影响。
1． 条件 β 收敛

关于检验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大致可分为三种假说: σ 收敛、β 收敛与俱乐部收

敛。而 β 收敛又包含条件收敛与绝对收敛两种情况: 条件 β 收敛指当控制了一系列其

他影响因素后，不同地区间呈现收敛现象; 而绝对 β 收敛指即使不控制这些条件因素，

地区间也呈现出收敛的现象。鉴于条件 β 收敛更为强力，而且 β 收敛是 σ 收敛的必要

条件( 潘文卿，2010) ，我们使用条件 β 收敛对合肥经济圈内城市进行趋同检验。经典条

件 β 趋同检验的经典工具是所谓的 Barro 初始计量模型( 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 :

1
t ln( Yi，T /Yi，T － t ) = α + βlnYi，T － t + φXi，T － t + εi，T － t εit ～

iid
N( 0，σ2 ) ( 5)

其中: Yi，T为第 i 个地区在 T 时期的人均 GDP，Yi，T － t为初始时期的该指标。如果估计的 β
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则说明不同地区人均 GDP 的平均增长率在 0—t 时段与初始时期的

人均 GDP 水平呈现负相关，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比发达地区要快，因而存在 β 收敛。
Xi，T － 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同时，根据收敛系数 β 的估计值，还可计算收敛所达到的稳态值

γ0、收敛速度 θ 以及用收敛的半生命周期 τ 表示的落后地区追赶上发达地区所需的时间:

γ0 = α / ( 1 － β) ，θ = － ln( 1 + β) / t，τ = ln( 2) /θ ( 6)

控制变量包括: 各城市的投资率，即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 GDP 比重; 城市化水平，即非

农户口占总人口比重; 政府规模，即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 GDP 的比重; 劳动就业率，即就业

人数占总人数比重; 受教育水平，即每十万人中高中以上学历人数比重; 对外开放程度，即

进出口总额占当年 GDP 比重。上述指标均来自 2003—2017 年《安徽统计年鉴》，同时以

2002 年为基期对名义人均 GDP 进行了去通胀化，得到各市实际人均 GDP。我们使用条件

收敛，对 5 市在经济圈建成前后的收敛情况进行研究，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2003—2016 年 5 市条件 β 收敛检验

2003—2008 年 2009—2016 年

α 0． 686＊＊＊

( 0． 114)

0． 891＊＊＊

( 0． 158)

β － 0． 093＊＊＊

( 0． 012)

－ 0． 077＊＊＊

( 0． 2)

投资率 0． 094＊＊＊

( 0． 035)

0． 027
( 0． 031)



2018 年第 4 期 林细细 张海峰 张铭洪 城市经济圈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79

续表

2003—2008 年 2009—2016 年

城镇化水平 0． 158＊＊＊

( 0． 042)

－ 0． 5
( 0． 0123)

政府规模 0． 0107
( 0． 15)

－ 0． 286＊＊

( 0． 107)

劳动就业率 0． 0285＊＊＊

( 0． 081)

－ 0． 028
( 0． 0249)

受教育水平 0． 176
( 0． 155)

－ 0． 113
( 0． 162)

对外开放度 1． 25＊＊＊

( 0． 244)

3． 621＊＊＊

( 0． 444)

稳态值 0． 628 0． 826
收敛速度( % ) 1． 627 1． 335
半生命周期( 年) 42． 606 51． 904
t 值 － 7． 67 － 3． 82
Ｒ2 值 0． 894 0． 877
F 值 26． 39 22． 35
Obs． 30 40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我们分别检验了 2003—2009 年和 2009—2016 年两个阶段的合肥经济圈 5 市的实

际人均产出的条件收敛状况。从表 4 可以看出，5 市在经济圈建设前后均出现有条件收

敛，且都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系数从 － 0． 093 增加到 － 0． 077，收敛速度从1． 627%
下降到 1． 335%，半生命周期也从 42． 6 年增加到 51． 9 年。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经济

圈的建设给中心城市合肥带来的经济效益要大于外围 4 市，从而使得地区经济趋同减

缓。我们利用合成控制法估计出经济圈的建设给合肥经济带来 6． 305% 的增长，而通过

条件收敛检验发现收敛系数只增加了 1． 6%，说明经济圈对外围 4 市经济发展是有促进

作用的，只是促进作用没有中心城市合肥大，没能使得系数进一步缩小。总体来看，合

肥经济圈的“外溢效应”大于“虹吸效应”，不论中心城市还是外围城市都是赢家，促进

了地区经济平衡发展，但中心城市的受益要大于外围城市，使得地区经济发展趋同减

缓。这点需要政策制定者予以考虑和重视，并能够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2． 产业集聚效应与互补效应

研究发现经济圈对合肥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所产生的“外溢”作用要大于

“虹吸”作用，基本实现了共同繁荣。下一步我们将分析带来共荣局面的“外溢”作用是通

过何种途径实现的。从产业经济的角度而言，一般经济圈的建设是通过产业的集聚效应( 规

模经济) 和互补效应( 专业化分工) 实现共同发展的。我们将GDP 按产业划分，分别研究圈内

5 市在经济圈建成前后三大产业的收敛状况，面板条件收敛检验的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
我们分别检验了 2003—2008 年和 2009—2016 年两个阶段的 5 市三大产业实际人

均产出的收敛状况。从表 5 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在 2009 年之前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趋

势，而在之后这种收敛趋势消失，肯定了产业互补效应的作用。合肥市在农业方面发展

的比较优势较弱，经济圈建设以后，合肥市可以从外围4市获得更为便宜的农产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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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两阶段三大产业条件 β 收敛检验

2003—2008 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9—2016 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α 0． 829
( 0． 368)

0． 183
( 0． 176)

0． 806＊＊＊

( 0． 123)

0． 684＊＊＊

( 0． 138)

0． 909＊＊＊

( 0． 203)

0． 333＊＊＊

( 0． 081)

β － 0． 082＊＊

( 0． 039)

－ 0． 053＊＊

( 0． 022)

－ 0． 114＊＊＊

( 0． 015)

－ 0． 032
( 0． 02)

－ 0． 088＊＊＊

( 0． 02)

－ 0． 023＊＊

( 0． 1)

投资率 0． 141
( 0． 112)

0． 056
( 0． 066)

0． 073
( 0． 044)

0． 027
( 0． 028)

0． 022
( 0． 046)

0． 015
( 0． 015)

城镇化水平 － 0． 112
( 0． 147)

0． 09
( 0． 084)

0． 26＊＊＊

( 0． 059)

－ 0． 202＊＊

( 0． 098)

－ 0． 101
( 0． 185)

0． 073
( 0． 059)

政府规模 － 0． 167
( 0． 477)

0． 555*

( 0． 324)

0． 178
( 0． 188)

0． 038
( 0． 102)

－ 0． 66＊＊＊

( 0． 176)

0． 099*

( 0． 055)

劳动从业率 － 0． 188
( 0． 295)

0． 424＊＊

( 0． 158)

0． 221*

( 0． 111)

－ 0． 496＊＊

( 0． 217)

0． 173
( 0． 389)

－ 0． 111
( 0． 115)

受教育水平 － 0． 486
( 0． 586)

0． 659＊＊

( 0． 296)

－ 0． 571＊＊

( 0． 213)

－ 0． 08
( 0． 145)

－ 0． 244
( 0． 246)

－ 0． 065
( 0． 083)

对外开放度 1． 897
( 0． 878)

－ 0． 384
( 0． 463)

3． 921＊＊＊

( 0． 345)

0． 368
( 0． 399)

4． 823＊＊＊

( 0． 692)

1． 517＊＊

( 0． 32)

稳态值 0． 766 0． 174 0． 724 — 0． 835 0． 326
收敛速度( % ) 1． 426 0． 908 2． 017 — 1． 535 0． 388
半生命周期( 年) 48． 609 76． 371 34． 36 — 45． 149 178． 33
t 值 － 2． 1 － 2． 47 － 7． 78 － 1． 6 － 4． 35 － 2． 34
Ｒ2 值 0． 517 0． 763 0． 917 0． 667 0． 892 0． 691
F 值 3． 36 10． 1 34． 53 6． 29 25． 96 7． 02
Obs． 30 30 30 40 40 40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源，所以会进一步减少本市的农业生产，更多地去利用外围 4 市的廉价资源，这促进了

其他 4 市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使得圈内农业经济增长差距扩大。在经济圈建成

前第二产业的条件收敛检验通过，经济圈的建成使第二产业收敛速度从 0． 908% 上升到

1． 535%，半生命周期从 76． 371 年缩短到 45． 149 年，外围 4 市第二产业经济增长速度快

于中心城市合肥，反映了产业集聚效应的作用。第三产业的条件收敛检验显示两阶段

都呈现条件趋同，经济圈的建成使第三产业收敛速度从 2． 017%下降到 0． 388%，半生命

周期由 34． 36 年扩大到 178． 733 年，即中心城市第三产业增速与外围城市差距不断扩

大。这实际上是产业互补效应的体现，中心城市在第三产业上具有禀赋优势，经济圈的

建成推动了禀赋优势外溢。诸如在金融、交通、信息技术等方面，外围城市拥有的资源

相对较弱，经济圈的建成促成其充分利用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发展本地经济，形成中心城

市第三产业发展快于外围城市。总之，通过 5 市三大产业的趋同检验，可以得出经济圈

对经济收敛的作用通过产业的互补效应和聚集效应实现。

( 二) 对省内其他外围城市的影响

作为省会中心城市，合肥经济圈的建设，不仅对经济圈的城市增长发生影响，也可

能对安徽省内其他非经济圈内城市产生影响。为此，我们选择 2001—2016 年安徽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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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数据，以 2000 年为基期对名义变量进行去膨胀化处理。根据 2009 年经济圈的

建成构建解释变量( 2009 年后为 1，否则为 0) ，被解释变量选取各城市实际 GDP 的增长

率，控制变量包括: 政府规模( 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上劳动

力占比)、城镇化水平( 非农人口比重)、就业率、投资率、进出口总额。各项指标的数据

均来自 2001—2017 年《安徽统计年鉴》，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经济圈建设对省内其他城市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经济圈建成 0． 284＊＊

( 0． 114)

0． 284＊＊

( 0． 101)

0． 210＊＊

( 0． 0903)

0． 191＊＊

( 0． 0973)

0． 285＊＊

( 0． 113)

0． 271＊＊

( 0． 107)

经济圈* 圈内城市 0． 00207
( 0． 0245)

经济圈* 距中心城市距离 － 6． 18E-05
( 0． 00015)

政府规模 － 0． 857＊＊

( 0． 362)

－ 0． 857＊＊

( 0． 318)

－ 0． 676＊＊

( 0． 33)

－ 0． 556
( 0． 342)

－ 0． 863＊＊

( 0． 358)

－ 0． 870＊＊

( 0． 372)

教育水平 0． 00277
( 0． 0202)

0． 00277
( 0． 0139)

0． 00225
( 0． 0209)

0． 00873
( 0． 0222)

0． 00281
( 0． 0203)

0． 00379
( 0． 0203)

城镇化 － 0． 00215＊＊

( 0． 00099)

－ 0． 00215＊＊＊

( 0． 00072)

－ 0． 00195＊＊

( 0． 00096)

－ 0． 00200＊＊

( 0． 00099)

－ 0． 00216＊＊

( 0． 00101)

－ 0． 00210＊＊

( 0． 00098)

就业率 0． 524＊＊

( 0． 242)

0． 524
( 0． 321)

0． 635＊＊

( 0． 251)

0． 873＊＊＊

( 0． 306)

0． 522＊＊

( 0． 249)

0． 541＊＊

( 0． 254)

投资率 － 0． 0778
( 0． 0524)

－ 0． 0778*

( 0． 0412)

－ 0． 0552
( 0． 0422)

－ 0． 0597
( 0． 0449)

－ 0． 078
( 0． 0521)

－ 0． 0767
( 0． 0515)

进出口额 － 0． 0000
( 0． 0000)

－ 0． 0000＊＊

( 0． 0000)

－ 0． 0000
( 0． 0000)

－ 0． 0000
( 0． 0000)

－ 0． 0000
( 0． 0000)

－ 0． 0000
( 0． 0000)

_Cons － 0． 268
( 0． 237)

－ 0． 372
( 0． 32)

－ 0． 441*

( 0． 247)

－ 0． 676＊＊

( 0． 294)

－ 0． 265
( 0． 239)

－ 0． 283
( 0． 239)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256 256 240 192 256 256

Ｒ-squared 0． 438 0． 413 0． 448 0． 529 0． 438 0． 438

Ｒoot MSE 0． 079 0． 0693 0． 0678 0． 079 0． 079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模型 1 使用面板数据的一般回归，控制地区效应和年份效应，发现经济圈建成显著

提高了安徽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模型 2 使用面板回归的固定

效应模型，同时控制年份效应，得出与模型 1 一致的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2 再次肯定前

文回归分析结果的可信性。接着，剔除中心城市合肥，模型 3 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圈建成

依然对外围各市经济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剔除圈内其他 3 市，模型 4 回归结

果表明经济圈建成不仅对圈内城市发展有促进作用，同时对省内其他非经济圈城市也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研究经济圈的辐射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对圈内和圈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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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是否有显著差异，以及经济圈的辐射范围是否能够普惠到各市，本文加入经济圈建设

与是否是圈内城市的交互项、经济圈建设与距离中心城市距离的交互项，具体结果如模

型 5 和模型 6 所示。我们发现解释变量依然在 5%置信水平上显著，且影响系数与之前

基本一致，但两个交互项均不显著。也就是说，合肥经济圈对圈内外各城市经济发展的

促进作用没有显著差异，圈外城市经济发展依然显著; 经济圈对省内经济发展的辐射作

用并没有出现随空间距离上升显著减弱的现象，促进作用惠及省内各市。总之，通过表

6 的回归分析，得出经济圈的建设不仅对圈内城市发展有促进作用，同时促使省内其他

非经济圈城市经济增长，经济圈的辐射效应惠及全省。

六、结 论

本文基于中心—外围城市理论，探讨经济圈建立对区域经济产生的经济效应，用于

较为全面地评估经济圈的政策效应。以合肥经济圈为例，首先利用合成控制法，将合肥

市作为处理组，其他 25 个省会城市作为对照组，利用对照组样本构建一个合成的合肥

市，通过比较实际合肥市与合成的合肥市经济发展状况来估计出经济圈建设对合肥经

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给合肥经济带来 6． 305% 的增长效应。使用双重差分检

验、处理组变换和时间节点变换安慰剂检验，均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针对外围城

市经济效应的研究，使用面板数据条件收敛检验，得出经济圈内城市发展呈现条件收敛

趋势，但条件收敛速度有所放缓。这表明中心城市的受益大于外围城市，地区经济发展

趋同减缓。同时，通过考察三大产业的收敛情况研究外溢效应的内在机制，发现在经济

圈建成后第一产业收敛趋势消失，产业互补效应明显; 第二产业收敛速度加快，产业集

聚效应明显; 第三产业收敛速度有所下降，产业互补效应较为明显。最后分析对省内非

圈内城市发展的影响，发现经济圈的辐射效应惠及省内其他城市，经济圈的建成对全省

各城市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总之，结合中心—外围理论，针对城市经济圈建设对区域经济影响进行全面的分

析，从中心城市、圈内城市以及其他外围城市三方面深层次考察，本文所构建的政策效

应评估体系，对其他区域性政策效应评估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同时，本文也发

现了一些发展上的隐患，比如中心城市促进效应显著大于外围其他城市，使得经济发展

收敛速度有所减缓，这对经济圈后续建设提出了公平和平衡的要求。最后，本文为后续

城市经济圈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即需充分考虑产业的“集聚效应”和“互

补效应”，在利用规模经济的同时，注重发挥各城市的要素禀赋优势，形成产业互补、互
助，促进圈内城市经济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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